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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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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

融危机。 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

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

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 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公共产品

供给困境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 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

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为应对未

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应通过创新供给模式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

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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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起的自由

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 霸权的相

对衰落与新兴力量的不断崛起引起了一系列结

构性变化，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维护国际经济秩

序的最主要手段之一也受到大国“私物化”影响

而处于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状态，国际经济

秩序单靠原有机制安排已经无法维持。 与此同

时，各行为体将重点转向了区域间经济合作以

弥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的利益损耗。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英国和美国借助 “自由

主义优势”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ｙ），先后主导和建

立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①但世界经济先

后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失序。 本文认为，国际经

济秩序的失序与国际公共产品之间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在当下国际经济秩序再次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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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挑战的背景下，以公共产品理论剖析世界经

济秩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为全球经济

参与者如何理解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及自身定

位提供了独特视角和理论工具。

一、问题的起源

１９２９ 年爆发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有史

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暴跌，金融危机爆发并

持续扩散，工业生产萎靡不振、持续萧条，与此

同时，大批企业宣布破产，失业人数暴增。 美国

工业生产下降了 ５５．６％，工业生产指数从 １０ 月

份的 １１０ 降至 １２ 月的 １００，新兴工业严重受

挫。①美国的经济萧条随后迅速地席卷了资本主

义世界，国际经济出现困境，各国货币纷纷贬

值，英国试图投入大量资本避免危机的蔓延，却
无力回天，世界工业生产大幅倒退，农产品与初

级产品价格暴跌。 工农业危机继而引发国际贸

易的严重萎缩，各国纷纷采取短视政策，妄图以

损害别国经济来挽救国内经济，从而导致资本

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大幅下降。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末至二战结束期间的国际经济秩序便处于此种

状态，英国作为昔日霸主已失去主导能力，难以

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而正在崛起的美国

则欠缺意愿和能力承担恢复世界经济秩序的职

责。 因此，当时的国际社会出现了一段较长时

间的领导空位期。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分析

这一阶段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指出，经济危机

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层面领导者的缺

失，经济体系的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成为“稳定

器”（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②当货币制度停滞失灵时，该国

作为主导者愿意建立某种再贴现机制，提供一

定程度的货币政策合作，可以负责为亏本产品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ｇｏｏｄｓ）提供开放市场、设立经济体系的

行为准则，并主动承担系统内的 “公共成本”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ｓｔ）。③金德尔伯格随后明确提出了国

际公共产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的概念，
强调其在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稳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④

国际经济秩序是世界经济领域中基于一定

的实力结构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行为规则

体系。⑤ 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成本是国际关系

主导国的必要义务，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的国际

经济秩序“失序”的根本原因是在英美霸权交替

的背景下，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公共产品

出现“断供”。 这一“断供”现象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首先，当时的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一个较

固定的循环支付链条。 由于战债问题，一战后

德国的赔款通过英法等国大量流向美国，美国

再以贷款方式重新投入德国经济，以投资方式

将资本大量注回欧洲，这使欧洲的金融体系形

成了对美国资本的高度依赖，这意味着英国正

逐渐失去维持资本稳定流动的主导权。 其次，
各国货币汇率的过度浮动影响了货币价值稳

定，打乱了国际贸易秩序。⑥ １９２９ 年美国爆发的

金融危机迅速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英国曾尝试

通过自身力量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但已于事

无补。 在此之前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英国

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者往往能起到缓

解危机的重要作用，但在此时，英国的“断供”使
英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彻底丧失了合法

性。 与此同时，在 １９３３ 年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

会议上，当各国把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希望寄

托于美国之时，罗斯福政府却选择了退缩：在恢

复国内经济的首要目标面前，美国并未准备好

承担起国际经济秩序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因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 Ｌ．Ｓ．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

通史：１５００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６９８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９， Ｔｈ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ｐ． ３０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２， １９８１， ｐｐ． ２４２－２５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６， Ｎｏ．１，１９８６， ｐｐ．１－１３．

徐秀军：“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实力结构、规则体

系与治理理念”，《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８２－１０１ 页。
袁伟华：《权力转移、国家意志与国际秩序变迁》，南开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０４ 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９ 卷

而拒绝了会议中提出的稳定货币、取消战债等

稳定经济秩序的要求。 总而言之，世界经济在

大萧条之后经历了漫长的经济霸权更迭期，英
国无力发挥领导作用，而崛起中的美国则不愿

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因而放弃了在

国际经济秩序中进行主动的角色转变。①

在国际经济的“失序”状态下，新的经济霸

主是否能够接受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取
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

将这种经济实力应用于公益生产的意愿。②显

然，美国由于较弱的意愿并未第一时间承担起

主导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但长时间的国

际经济失序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其影响早已超出

单纯的经济范畴。 当国家间关系的恶化开始损

害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逐渐产生了提供国际

公共产品的想法：１９３４ 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

易协定法》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
１９３６ 年通过同英法合作的 《三国货币协定》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１９４１ 年又通过了《租借

法案》（Ｌｅｎｄ－Ｌｅａｓｅ）。 这些法案的出台，改善了

国际贸易的环境，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坚定了美国建立多边机制的信心。 在此之后，
美国将经济实力用于稳定世界秩序的意愿逐渐

显现。 二战行将结束之时，罗斯福政府在组织

筹建联合国的同时也积极设计了一系列金融、
投资和贸易的国际制度安排，以主导者姿态参

与到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 为了实现其

目标，美国政府经过长期酝酿，于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７
日正式推出“怀特计划”，并最终替代英国成为

新的全球霸主。③

“在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诸多环节

和因素导致其具有极大的可变性。 然而，并非

所有可变的因素都可以进行主观塑造，只有部

分因素具有不同程度的塑造性。”④基于自身一

骑绝尘的综合国力，美国在 １９４４ 年领导各国建

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

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⑤布雷顿森林会议

上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协定》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世界经

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制度安排，成为美国

作为国际经济秩序主导者的合法依据。 战后作

为国际公共产品而出现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保障了

成员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公共利益诉求，这成

为区别于以往大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

特征。 自此，美国通过“设计”并“提供”国际公

共产品的方式，建立了以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

化和外汇自由化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

经济在漫长的混乱状态后终于重归稳定。

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和挑战

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经济秩

序”被定义为治理国际经济活动的关键行为体

所设立的一系列规则、基准及制度规范。⑥查尔

斯·金德尔伯格作为“霸权稳定论”的首创者，
构建起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公共产品之间的互

动关系并指出领导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在维持

国际经济秩序稳定中的重要作用。⑦罗伯特·吉

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等“霸权稳定论”者对这种

霸权供给模式做出了理论解释并将这种行为合

理化。⑧他们指出，美国通过“设计”并“提供”国
际公共产品得到了国际影响力，使自身和国际

公共产品的供给之间产生了权力关联，其提供

的国际公共产品便化作谋取政治利益和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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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英美不同霸权体系下的债权国地位”，《教学与研

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第 ５６ 页。
吕虹、孙西辉：“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理论与现实————

基于结构化概念的分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８９
页。

孟宪扬：“浅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南开经济研究》，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第 ３ 页。

Ｈ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Ｏｒ⁃
ｄ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ｐ．２；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ｓ，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２３．

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政策”，《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０ 年第 ９ 期，第 ２０－２３ 页。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

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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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单极霸权。 这意味

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

力”色彩，主要反映了霸权国的利益。 随着美国

实力的衰减，这种霸权体系逐渐演变为“集体霸

权”，但美国仍然领导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
展中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中
国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霸权稳定论”
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然而面对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嬗

变，这一理论却显得愈加苍白无力。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爆发，美国实力的削减及霸权的衰落使

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大幅下降，
国际经济再次失序。 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

说：“后霸权国际秩序的一个特征就是美国在公

共产品供应、稳定市场、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

提供方面的核心作用将会下降。”①这种变化不

同于 ２０ 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变迁，进入 ２１ 世纪

以来，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

意识到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已无法依赖于国际

公共产品的单一霸权供给模式，而美国等西方

国家也无法仅靠小团体合作以实现国际公共产

品的充足供给。 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重重挑战

凸显了国际公共产品霸权供给模式的局限性，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难以适应全

球公共产品大范围外溢的出现，公共政策的制

定方式表现出排外性与片面性，导致全球性公

共劣品（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ａｄｓ）现象出现并挥之不

去。 霸权式供给非但维护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

与有序发展，还会干扰到其他国际公共产品供

给模式发挥作用。
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美国对国际公共产

品的“私物化”倾向。 当霸权国建立的国际经济

治理机制作为公共产品为国际社会提供正面效

应时，体现了国际公共产品“公”的属性；而当霸

权国将应尽的责任转化为剥削榨取利益，运用

权力产生更有利于自身的结果时，国际公共产

品便体现出“私”的属性。②私物化现象的愈演愈

烈意味着国际公共产品的强排他性越加突出，
最终丧失其“公”的属性。 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

和国际贸易体系的私物化行为正在逐渐侵蚀国

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国际经济制度运行产生的“交易成

本”的衡量是霸权国首要考虑的问题，交易成本

是霸权供给意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是美

国私物化行为发生的根本动机。 “交易成本”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的概念源于交易成本经济

学。③随后，经济学家对交易成本这一概念进行

了进一步阐述。④ 马修斯（Ｒ．Ｃ．Ｏ．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给

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交易成本的定义：“交易成

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

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履行该项合同而发生的

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即为执行合同本身

而发生的成本。”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关

系学者开始将交易成本概念运用于政治领域，
他们认为交易成本在政治交易中也同样重要，
交易成本政治学应运而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

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⑥

根据交易成本政治学，国际经济秩序的建

立与稳定运行同样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不合理

的经济制度安排所形成的非必要交易成本将严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３． 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７，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ｐ． ８０．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
交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５９ 页。

Ｒ． Ｈ． Ｃｏ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４， Ｎｏ．１６， １９３７， ｐｐ．３８６－４０５．

有关交易成本的概念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可参考：［美］奥
利弗·威廉姆森、［美］斯科特·马斯滕著，李自杰、蔡铭译：《交易

成本经济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美］迈克尔·迪屈奇著，王
铁生等译：《交易成本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美］
约翰·康芒斯著，赵睿译：《制度经济学》，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卢现祥著：《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盛洪：
《现代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２ 版；张五常著，
易宪容、张卫东译：《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年版。

Ｒ． Ｃ． Ｏ．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９６， Ｎｏ．３８４， １９８６，
ｐｐ．９０３－９１８．

黄新华：“政治交易的经济分析———当代西方交易成本政

治学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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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制约世界经济的繁荣。①例如，霸权国在“设
计”国际公共产品之初需要投入一笔固定交易

成本，随着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增多及国际

公共产品涉及的领域拓展，霸权国就需要承担

巨大的额外交易成本。 只有当霸权国认为其收

益超过（或至少足以弥补）相应成本时，才有动

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才能保持其稳定国际经

济秩序的意愿。②而过高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导致

霸权国放弃或降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
其利用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私物化

行为就越强烈，从而导致全球秩序陷入再次

混乱。
美国在最初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之时，

所承担的总交易成本并不高，具体可从两个层

面来理解。 一方面，当时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综

合国力，为其在设计和创立国际经济制度和提

供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时所花费的固定交易成

本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美国的经济实力在

二战后急剧增长，其经济总量（ＧＤＰ）超过了世

界的一半，占到了世界的 ５６％，美国工业生产占

资本主义世界的 ５４．８％，黄金储备占 ４８．５％，出
口额占 ５０％，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债权国。③随

后的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美国经济增长迎来了

“黄金时代”，完成了从工业经济的发展期到发

达期的飞跃，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另

一方面，美国为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群

体”规模并不庞大，国际公共产品所涉及的领域

也十分有限。 例如，１９４４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一共只有 ４４ 个与会国，关贸总协定最初成员国

也只有 ２３ 个国家和地区，而后在冷战时期，世
界经济划分成两大阵营，美国所提供的国际公

共产品主要局限在其盟友体系内，随交易数目

或规模变化所形成的可变性交易成本尚在美国

可承担的范围内。 然而，现今的国际格局显然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维持国际经济

秩序所需的可变性交易成本开始大幅飙升，具
体仍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方面，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陷入财政赤字和军事过度

扩张的泥潭之中，导致美国霸权的内部衰败④。
美国的综合国力早已不复当年，经济实力的相

对衰弱意味着美国支付能力的降低。 另一方

面，交易数量和交易规模正不断扩大。 依据集

体行动理论，全球化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难

度较大。 当博弈的参与者数量增多时，合作性

博弈将面临更为复杂的阻碍，相应的“搭便车”
“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问题也更加凸显。⑤

步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治理主体更加

多元，治理平台不再仅依赖于美国战后所建立

的核心机制。 例如国际金融治理主体不仅涵盖

了二十国集团（Ｇ２０）等新兴国家、国际清算银

行等既有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含了全球金融

市场协会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公

民社会组织等，从而导致美国的影响力相对减

弱。 美国非但不积极参与各类治理新平台，而
且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条件恶化时（例如发生

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双边协议网络临时替代国

际组织，收缩国际公共产品的惠及范围，增强国

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捍卫霸权利益。 在这种

情况下，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公共产品的“公
共”属性或者供给量会显著下降。

其二， 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ＩＭＦ）与世界银行（ＷＢ）等国际公共产

品自成立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美国烙印，这为日

后美国的私物化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私物

化行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一方面，美国自始至终在组织运行与决策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有学者将交易成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必要的交易成本，如
谈判、签约、履约、监督经济绩效等费用，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

一；另一种是非必要交易成本，如机会主义、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外部效应、不确定性、搭便车等所导致的交易成本，这种是制度中

存在的应予以消除的。 参见周春平：“民营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

约束———兼论交易成本视角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现代经济

探讨》，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第 ２７ －３１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Ｐａｓｔ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Ｕｎ⁃

ｆｉｌｌｅ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 Ｔｕｒｎ，”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Ｌｉｅｂｅｒ， ｅｄ．， Ｅａｇｌ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
ｒｙ，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３３－１５２．

曹广伟：“世界经济秩序的历史变迁”，《国际展望》，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７２－９７ 页。

Ｊｏｓｅｆ Ｊｏｆｆｅ， “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１．８８， Ｎｏ．５， ２００９， ｐｐ．２１－
３６．

张建新：“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地区一体化的新视角”，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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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上，关于各国投

票的配额分配问题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

前便通过政治途径得到了确定。 雷蒙德·迈克

塞尔作为配额分配计划的参与人员曾写道：“我
试图让整个过程尽可能表现得比较具有科学

性，但是各国代表团都很精明，他们知道整个国

际组织决策程序的政治性要高于其科学性。” ①

雷纳托·鲁杰罗在就任世贸组织总干事时曾承

认“多边贸易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处于美

国结构性权力的领导之下”。②世贸组织是美国

霸权下创立的核心国际公共产品之一，其规则

的不同阶段的演变体现出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家

利益，由此带来的收益又使得美国得以继续维

持其国际经济统治地位，掌握国际贸易规则的

主导权和定制权。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也是维持国际金融稳定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

品，美国同时作为这两个组织的最大股东，掌握

着决策过程的主导权，成为实现其政治利益的

有力工具。④目前，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

的投票权是 １６．７４％，而该组织规定：涉及提升份

额、分配特别提款权和接收新成员等重大事项

时必须有 ８４％的同意票才可通过，这意味着美

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没有任何一国或集团可对

其进行有效制衡，新兴国家的份额提升问题更

是得不到有效解决，中国投票权提升的方案在

经历长达 ５ 年后才由美国国会批准。⑤

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利用自己在国际金融

机构的主导权力实现其政治目的，造成国际金

融公共产品的不公平供给。 例如在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中，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资金已

无法发挥作用时，美国为维持其金融体系改革

的主导权，仅与其有意拉拢的国家签署货币互

换协议，那些不被美国重视的国家则很难得到

有效救助，这也使得巴西和韩国主持的二十国

集团峰会的会议议程和政策协调受到美国很大

程度的影响。⑥“当工业化国家政府和市场参与

者支持改革时，这些改革政策就能得以实施；而
发展中国家支持改革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出

现。”因此，国际层面的决策结果往往是由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金融部门的压力和偏好所

决定的。⑦

其三，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国际公共产品供

给困境使得新兴力量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

质疑，而美国已无力支付打消这些质疑所需的

成 本。 约 翰 · Ｒ · 康 芒 斯 （ Ｊｏｈｎ Ｒｏｇｅｒｓ
Ｃｏｍｍｏｎｓ）曾指出建立经济组织的目的是协调

交易双方的矛盾，从而避免实际的或可能发生

的各种冲突。⑧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

秩序”之所以持续，是因为它曾经为其他国家带

来了可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收益，并在国

家间互动中具有可预测性。⑨对于美国而言，“设
计”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其获得政治影响

力和维持霸权的最主要方式，对于其他国家行

为体，“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获得这些

利益的重要途径。 当现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已

无法解决双方矛盾和缓解冲突时，国际经济组

织的合法性也必然遭受质疑，国际公共产品供

给的参与国的收益也会大幅下降，一旦收益受

损，这些国家的参与积极性必将大打折扣。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各国除了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中增加非西方国家的代表权等一些问题中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Ｆ． Ｍｉｋｅｓｅｌｌ， “ Ｔｈｅ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
Ｍｅｍｏ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Ｎｏ．
１９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４， ｐｐ．３５－３６．

Ｒｅｎａｔｏ Ｒｕｇｇｉｅｒｏ，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Ｊ．
Ｓｃｏｔｔ， ｅｄ．，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ａｌｋ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８， ｐ．１２．

黄河：“贸易保护主义与国际经济秩序”，《深圳大学学

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６３ 页。
刘岚雨、陈琪：“国际经济组织如何思考”，《暨南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３ 页。
周帅著：《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８７－９３ 页。
刘玮、邱晨曦：“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

换———美联储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政治逻辑”，《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７８－９６ 页。

Ｓｔｅｐｈａｎｙ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 Ｊｏｎ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ｉｎ Ｉｎｇｅ Ｋａｕｌ ｅｔ ａｌ．，
ｅ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４３５－４５５．

黄立君：“康芒斯的法经济学思想及其贡献”，《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第 ９２－９６ 页。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Ｌｉｓｓｎｅｒ， Ｍｉｒａ Ｒａｐｐ－Ｈｏｏｐｅｒ， “ 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ｕｍ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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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较为明确的共识以外，对于如何塑造一个

既能代表新兴国家等更广泛行为体的利益又可

得到西方国家赞同的国际秩序似乎较少提及。①

正是缺乏危机管理机制及纠正对外经济不平衡

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才使得国际金融

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能力大幅下降，金融危机

得以传播与扩散，加剧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紊乱。
然而，哪怕意识到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亟需重塑，
美国也并未展现对这种重塑所需的成本的支付

意愿，美国能力与责任感的缺失引起了国际经

济秩序的嬗变。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经

济增长方面的表现逐渐分化，世界经济的权力

中心逐渐扩散，国际经济秩序已经进入一个深

度调整和变化的时期。
由此可见，国际公共产品的霸权供给机制

的可持续性取决于霸权国对成本与收益的考

量，一旦维持现行秩序所需的成本与获益失衡

后，霸权国便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削减支出，
减少或中断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得私物化

问题更加凸显。 这导致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中存

在着大量的、明显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和偏

向，并没有实现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最初目标。
这种游离于解决国际经济活动中面临的主要矛

盾，以维护和促进西方国家的利益为目标的经

济秩序，势必遭到其他国际经济行为体的质疑

与挑战。

三、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通过对 １５００—１９９０ 年

中世界经济现象的研究指出，国家同人一样有

生命周期，国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也经历着世

界地位的兴衰，从而决定着其在世界经济中所

处的地位。②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昭示了霸

权的衰落和西方世界“黄金期”的落幕。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开始试图亲手打破

这个战后由自己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 由于认

为在此秩序下已无法充分维护既得利益，特朗

普政府时期曾多次发生大幅中断承担国际义务

的行为，如 ２０１７ 年以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巴黎协定》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还扬言

退出世贸组织。③西方世界“黄金期”的落幕伴随

着新的国际经济力量的崛起，新兴经济体已成

长为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正在扮演更

为重要的角色，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的

变化，全球经济的“新”“旧”力量正在发生激烈

碰撞，全球进入了全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探

索期。④

从历史上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过程就

是各行为体经过协商，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参与

国际公共产品“设计” “创造”和“供给”形成符

合自身理念和经济利益的国际行为规则的过

程。 虽然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一个混沌分裂的

探索期，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会立

刻出现。 国际社会并不能找到一个具有绝对经

济优势以及政治优势的国家替代美国充当国际

经济秩序引领者的角色，新兴力量仍旧没有足

够强大的实力颠覆西方国家长期坚守的“自由

主义”经济秩序观。 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

足和分配不均背景下，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

对供给与需求的差异深化促使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经济机制和规

则创新，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

变革。
３．１　 通过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优化区域经济

秩序

区域合作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秩

序重塑的突破口，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

为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提供更大动力。 与国际

公共产品相比，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有几点独

到之处：其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由于参与成员数

６７

①

②

③

④

Ｈａｎｓ Ｋｕｎｄｎａｎｉ，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ｓｓ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Ｆｕｎｄ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ｏ． １７，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１０．

［美］查尔斯·Ｐ·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

霸权：１５００—１９９０》，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４９ 页。
朱剑：“特朗普政府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弃抑或支

持？”《国际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８０－９９ 页。
佟家栋、何欢、涂红：“逆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开

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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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小、沟通更为方便从而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更容易实现供应；其二，区域内的对话与合作机

制只发生在一定区域内，交易成本大大少于国

际公共产品并更易平摊，可避免大国“私物化”
问题；其三，由于范围相对较小，各参与方的成

本收益更加清晰，责任也更为透明，更利于避免

国际公共产品的“搭便车”现象。①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国际经济秩

序产生了巨大冲击，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许多新

的发展趋势。 其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

要载体开始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

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转向区

域性的多边合作机制。② 这意味着区域性公共

产品在促进区域合作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创新变

革中具有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合作

的深入，其发展趋势将与全球化更加同步，最终

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③

因此，地区间国家合作供给区域性公共产

品将是未来的趋势。 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源

自于各行为体在共同利益基础下对解决域内

存在的经济治理问题的需求。 对中国而言，应
积极推动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ＲＣＥＰ）、《中欧投资协定》（ＢＩＴ）的落实，保持

对《全面与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ＣＰＴＰＰ）谈判的开放态度，掌握地区经济合作

规则变革的主动权。 ＲＣＥＰ 和 ＢＩＴ 是区域多边

主义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的最新胜利成果，是中

国参与主导未来多边主义的国际贸易体系的

重要经验。 ＲＣＥＰ、ＢＩＴ 和 ＣＰＴＰＰ 等地区合作

协议也有助于地区成员对接国际高水平规则，
加快国内经济转型及经贸规则创新，提高各成

员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塑的能力，继而逐步

破除有关发达国家对中国在贸易规则制定领

域的“规锁”。④ 可以看到，中国正用实际行动

在开拓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度，在未来的合作

中，中国在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大环境

下，将关注与合作方共同利益的拓展，继续创

新提供而更多的区域性公共产品，通过主导重

塑区域经济秩序增加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变革

的自身分量。

３．２　 重视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

等多边机制平台建设，在平台改革中起到

领导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发展，各
国间的相互依赖也逐渐深化复杂，越来越多的

问题需要区域间或区域内国家的集体行动才能

有效解决。 由此产生的最紧迫问题体现在现有

国际经济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区别对

待的“双重标准”和全球发展融资面临的巨大缺

口上。 例如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出具的方案非但没有帮助陷入困境的

各国，反而恶化了各国的经济政治环境。 又如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现有国际金融机制暴

露出严重的问题，受到许多国家的质疑。 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领导位

置大多由西方国家所占，这意味着在这些重要

的国际机构中，西方国家掌握着重大事项的否

决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位置，并
无足够的话语权。 尽管中国是以上这些国际经

济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但影响力仍十分有限，
中国仍难以顺利推动相关改革的进行。

近年来，中国逐渐意识到现有国际经济秩

序在体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诉求方面的缺

陷，开始逐步采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提出“中国

式”解决方案。 中国参与提出并主导构建了金

砖国家开发银行（ＮＤＢ）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ＡＩＩＢ），并积极准备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ＳＣ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这些措施逐步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认可，也传递出中国特色的经济治

理理念。 中国在国际层面的对话平台中，需要

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为发展

中国家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团结发展中国家在

７７

①

②

③

④

樊勇明、薄思胜著：《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解读

区域合作新视点》，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８ 页。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４ 页。
黄宁、酆佩：“经济区域化与全球化发展及其关系分析”，

《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第 １３３ 页。
任琳、彭博：“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应对———一种全球公

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８－
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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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中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中国更应该利用自身经济大国的优势来推进

区域性和国际性经济合作平台的构建，这样其

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

的角色才会得到更多认可。 在今后，中国应继

续加强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

等经济治理平台建设的参与力度，同时通过这

些平台倒逼世界银行等全球机构治理规则的

调整，将中国所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逐渐替代长久以来盛行的西方片面“自由”观

念，成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格局的核心关

键词。
３．３　 通过“一带一路”向沿线国家提供区域性

国际公共产品，打造中国国际经济秩序观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后，中国一直积极倡导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一
带一路”逐步成为满足各国现实经济利益的合

作构想。 中国政府也公开表示：“‘一带一路’构
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非
政府组织、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能

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①中国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为世界创造了多种区域性国际公共产

品，倡议中包含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板块，侧重于从供给

的角度改善当地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准备，进
而促进当地经济进入持续增长的良性发展

周期。
“一带一路”倡议的要点是促进区域间合

作，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无法解决个体间巨大

差异的情境下，中国推动并合作提供国际公共

产品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 从供给角度来看，
全球治理模式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往往受制于

供给主体的结构性权力，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

新现实主义，均强调了物质性权力对秩序建构

的重要性。 从需求角度来看，国际区域间巨大

的偏好差异性成为造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陷入

困境的一大原因，自由主义者虽然强调国际制

度对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但却并未将权力失

衡会对合作产生制约的问题纳入重点考察范

围。 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丰富

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也制定了更长远的公共产

品供给规划，这表明了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在
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决心。

当前中国正在引领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场国

际经济新秩序变革。 基于区域间经济合作，“一
带一路”倡议、亚洲投资发展银行等相继推出了

各项经济举措，构成了中国国际经济秩序观的

重要内容。 以上举措有别于以往的区域性国际

公共产品，有利于中国主导开创区域经济秩序

重塑的新局面，向世界展示中国国际经济秩序

观。 正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所体现的，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达成其他各项目标的基

础。②罗斯玛丽·富特指出：塑造中国国际秩序

观的重要因素在于其经济发展与国内稳定如何

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国际体系内主导国家的

影响。③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中国与

邻国通过构建区域核心竞争力实现共同发展和

共同繁荣，有助于实现有关国家对经济秩序供

需差异的良性匹配。 通过重塑所在国经济发展

模式、提高要素流动的物流效率、降低要素运输

成本等方式促进同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

对接，继而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塑中的

地位。④中国应当继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国际贸易新秩

序的塑造贡献中国力量。
３．４　 深化亚投行的金融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与创新，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由于现有全球性或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主

要由发达国家筹资兴办，内部决策往往反映出

发达国家的偏好。 尽管更多的落后地区或国家

迫切需求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在多边开发银行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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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王毅：“‘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公共产

品”，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２３ ／ ７１５１６４０．ｓｈｔｍ。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

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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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８－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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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更受到重视的却是如环境、人权、教育等议

题。 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由于主导国日本更

加关心有关环境净化保护的议题，因而拒绝增

加对煤矿基础设施的投入①。 但一些落后地区

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资金和技术，在
其他产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对自然资

源的开采与出口在其经济结构上仍占有举足轻

重的重要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为投票

权占比较少而难以得到表达。 这方面的矛盾导

致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基础设施发展上得不到应

有的援助。 亚投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

家的需求是亚投行关注的重点，而亚投行内部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因为设立了以下两个部门

而得以彰显：其一是亚投行特别设立的负责解

决投诉、评估所有业务项目和实施反欺诈、反腐

等廉洁调查的合规局（ＣＥＩＵ），由董事会直接管

理，部门成员有机会直接向董事会成员报告工

作；其二是国际咨询小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Ｐａｎｅｌ），成员由行长任命，任期为两年，小组成员

获得小额酬金并不会收到薪水，银行支付与小

组会议相关的费用。 亚投行成立此小组的目的

是支持高级管理人员就亚投行的战略和政策以

及为一般性业务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亚投行作为中国自发领导建立的国际金融

机构，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符合新兴国家利益

诉求的国际金融公共产品。 亚投行是中国在国

际制度领域探索新型合作的尝试，满足了亚洲

各国的发展与合作要求，填补了现有国际性或

区域性金融机制存在的薄弱环节。 通过对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例如印度、孟加拉国、菲
律宾等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安排与机制，巩固

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将他们与中国未来的发

展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亚洲共同繁荣发展的新

局面，成为促进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推

动力。
３．５　 探索大国合作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能性

与具体路径

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嬗变，中美可

以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

公共产品的共同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

贡献。 于美国而言， 将新兴经济力量纳入国际

经济机制，分担该体系的一定义务，可降低交易

成本并扩大按现有主导规则行事的主导国数

量；于中国而言， 与美国合作供给国际公共产

品，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体现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诉求，亦是国内经济发展对于和平稳定

的国际环境的内在需要。 中美可通过构建提高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大国协调机制，将重

点放到资金筹集这一核心问题，解决当下严重

的“搭便车”行为。 具体而言，可在这一机制下

关注托宾税、特别提款权、官方和私人资金的投

入三方面，主导行为体参与国际合作，从而改善

国际公共产品供应。②

大国依旧是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主

要提供者和维护者，大国在公共产品领域的互

动博弈对全球治理实现的影响最为深刻。 因

此，积极斡旋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仍是构建未来

全球经济秩序的关键。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体仍需要通过实现与大国的双边有益互动来

规避冲突，构建良性竞争关系，增进大国互信，
缩小主要大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需差异，并
推动各方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

共识。
随着中日间关系的缓和，日本逐步改变了

对“一带一路”的消极态度，并表达了与中国共

同参与推进在沿线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意

愿，这种态度转变是伴随其国内在经济上寻求

更多自主性的诉求出现的。③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中日

双方签署了《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

录》。 这意味着中日间经济合作出现新的可能，
是基于两国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和产业内和产

业间的优势互补。 自第三方市场合作由中国政

府正式提出以来，在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１９ 年间，中国同

法、英、日、德等 １５ 个国家开展了第三方市场合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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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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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ｉｔａ Ｎａｋｈｏｏｄａ，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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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１２０－１３２．

黄河、朱适：“论中美‘共主’的可能性”，《现代国际关

系》，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３２ 页。
王竞超：“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日本的考量与阻力”，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８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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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关成果接连涌现。 这成为中国探索大国

合作途径的最新进展，也成为中国同大国合作

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全新模式。 第三方市场合

作的形式促进了大国间经济的紧密合作，有助

于缓解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矛盾，也提高了

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中的影响力。
３．６　 以“扩散性互惠”为理念同发展中国家实

施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正在国际经

济秩序重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与发展中国

家合作的方式不断深化为特征，中国的外交实

践出现了新的理念变化。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

合作建立在拥有更多的观念共性基础上，双方

在发展模式和自主权等议题上观点一致，而中

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需要和依赖关系正为合

作的深化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正以“扩散性互

惠”为理念进一步建立“非对等”价值交换的国

际经济合作体系。①罗伯特·基欧汉区分了国际

合作中两种互惠类型，一种是“特定型互惠”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另一种是“扩散性互惠”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特定型互惠”的特点是即

时性的利益交换，通常价值对等。 “扩散性互

惠”，不刻意追求及时的利益对等，而是关注长

时间内总体利益的均衡。② “扩散性互惠”的经

济合作理念具体体现在中国创建的符合发展中

国家经济利益需求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上。
这种互惠有助于维持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继
而促进合作参与国的和谐共处，实现多领域的

利益均衡。 在今后，中国应继续秉持这种理念，
在世界经济合作体系的规则重塑过程中，拓展

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合作范式和规范，
促使国际经济秩序朝向更加公平的方向演变。

四、结　 论

霸权的相对衰落与新兴力量的出现引起了

一系列国际经济行为体实力结构的变化，国际

公共产品作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手段也

面临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现状，国际经济秩

序单靠惯性已经无法维持。 当下的全球格局告

诉我们没有一种国际经济秩序可以永恒存在，
它会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结构的演变及国际

重大事务的发生经历不断地调整和变迁，国际

公共产品同霸权国的存在也不具有直接因果关

系，非霸权国家也可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供给

方案，以参与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习近平主席在《共担时代责

任，共促全球发展》一文中指出，“全球治理体系

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

济提供有力保障。” 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对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一系列重要阐述：
“当今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思潮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世界

经济整体发展环境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这些都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需要各

国协作共同治理”。 “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
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

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

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 这说明，推动开放合

作的国际治理是我国新时代的重要使命，面对

当前国际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构建更为开放

合作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中国参与甚至引领国际

经济秩序重塑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全面开放是中国向

世界的承诺，同时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和促进全

球治理发展的宣言书。
中国推进开放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

完善，从理论视角看其关键就是提供国际公共

产品，通过全球治理理念、规则和制度的改革与

完善，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随着

全球公共产品霸权供给模式的日渐式微，以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所倡导与践行的统筹合作

供给模式正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上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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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戴丽婷：“‘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５０－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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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货币互换机制等皆是中国通过提供公共产品

来参与全球治理、彰显大国责任的良好范例。
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树立开放合作的国

际治理体系、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完善要求更

多的新兴力量加入到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

中去。 不同于霸权供给方式，中国在这一过程

中正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供给、政府和市场供给、
实体和数字供给、单边和多边供给、多元和多方

供给。 这种国际公共产品的统筹供给模式是相

较于霸权供给模式的更优选择，也体现了中国

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模式创新。
现今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多重挑战对国际

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出了更高需求。 在未来，中
国如何引导塑造国际公共产品的统筹供给这一

创新模式，构建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推进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更具广泛代表性

的方向发展，是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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